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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前，在氏族社会的基础上，聚落会以血缘

为纽带近距离相聚在一起并形成一种特定的空间

与遗存形态，这种形态就称为“聚落群聚形态”，这
种形态实际也是史前社会组织一种物化的反映。
已有的研究发现，史前聚落的组织与群聚形态

主要有三种：聚落群、聚落群团、聚落集团。
聚落群，就是同时期的聚落个体近距离相聚而

形成的一种组织和组织形态。
聚落群团，就是同时期的聚落群近距离相聚而

形成的一种组织和组织形态。
聚落集团，就是以强势的聚落群团为组织核心

而形成的一种大型聚落组织。它规模大，涉及的聚
落数量众多，内部成员无论聚落群团或聚落群，皆

以很近的距离紧密地分布在核心的周围。
2009～2010年，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支持

下，考古工作者合作完成了塔儿山南、北两麓黄土
塬，即“北起临汾市的山前，南至浍河南岸，西起汾
河，东至塔儿山东麓滏河上游。南北 70，东西 25公
里，面积大约 1750平方公里”范围内的区域调查。
其中，发现并确定史前晚期西王村三期文化时期聚

落遗址 15处，陶寺文化聚落遗址 54处①。不仅为
认识当地史前晚期聚落群聚形态的演变，也同时为

认识襄汾陶寺遗址的聚落组织方式与结构、属性与
地位等一些重要问题提供了有益的资料与线索。
本文将主要以临汾盆地史前西王村三期文化、

陶寺文化的聚落所反映的聚落组织与群聚现象为

对象，重点研究这些组织不同时期的不同特点及其

变化。

一、西王村三期的聚落群聚形态

以塔儿山为自然分界线，临汾盆地南北二地一

共发现距今约 5 千年的西王村三期聚落遗址 15
处，并明显表现出以下重要特点。

1. 塔儿山南北各有一聚落群团

图一明确显示，以塔儿山为界，相互距离约 25
公里，在盆地南北各有一个由聚落群为单位组成的

聚落群团。
北部群团位于临汾盆地中部涝河以南的尧都

区，其中聚落 9个，近距离相聚为 3个聚落群。组织
状况最好的聚落群由 19、22、23、26、27号五个聚落
遗址构成，相互距离 3公里以内。另外二个聚落群
分别由 9、12号与 30、34号聚落遗址构成，相互距
离都超过 5公里。至于三个聚落群之间的距离，则
明显更大，约 7～8公里。由此可见，当时当地聚落的
分布与组织状态一是地广人稀，二是比较松散。
南部群团主体位于汾河东岸塔儿山以南的滏

河两岸，聚落的组织状况与北部群团相似，也是地

广人稀，比较松散，并可见二个聚落群。37、39号聚
落遗址构成的聚落群位于滏河北岸，相距超过 4公
里。45、46号聚落遗址构成的聚落群位于滏河南
岸，相距约 5公里。
位于浍河南岸的 47、50号两个聚落遗址，由于
距离南部群团两个聚落群都比较遥远，其中 47号
接近 15公里，50号接近 30公里，因而显示它们可
能另有归属。

2. 北部群团实力较强
比较发现，当时北部群团的实力有明显超过南

部群团的迹象（表一），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明显属于南部群团的聚落遗址只有 4

个，而北部群团有 9个聚落遗址，可见北部群团的
组织成员总数是南部的 2.25倍。
第二，南部群团只有聚落群两个。北部群团不
仅有三个聚落群，而且还拥有一个当时当地聚落数

量最多组织状态最好的聚落群，即 19、22、23、26、
27号五个聚落遗址构成的相互距离 3公里以内的
聚落群。
第三，南部群团所有聚落遗址的总面积一共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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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112.44万平方米，而北部
群团则达 173.9 万平方米，
总体规模是南部的 1.55倍。
第四，假如一定的聚落

遗址面积承载的人口数量

一定，那么北部群团在聚落

遗址总面积方面的优势就

显示它的人口总数也至少

是南部群团的 1.55倍。这一
点很重要，因为人多势众。
第五，南部群团 10万

平方米以上的聚落遗址一

共 3个，总面积 110万平方
米；而北部群团 10万平方
米以上的聚落遗址一共 5
个，总面积 150万平方米，
显示 10万平方米以上聚落
遗址的数量与面积总量均

明显超过南方。
第六，南部聚落群的组织状态较北部相去甚

远。一方面，缺少类似由 19、22、23、26、27号五个聚
落遗址构成的组织状态严密的聚落群；另一方面，

无论是聚落之间的距离还是聚落群之间的距离都

明显大于北部，显示组织状态比较松散。

二、陶寺文化时期的聚落群聚形态

距今 4500年以后的陶寺文化时期是临汾盆地
史前聚落群聚形态发展与演变的重要时期。

1. 聚落群体的规模扩大
与早期西王村三期文化比较，陶寺文化时期，

临汾盆地聚落社会发展的一个显著进步就是群体

规模空前扩大，由前期的 15个聚落遗址发展成 55
个，总量是以前的 3.7倍。
除了聚落数量的增长以外，聚落总的体量也在

迅速扩大。据表一统计，图一所示，15个西王村三
期聚落遗址的总面积是 286.34万平方米，而陶寺
文化时期总面积则达 1640.23万平方米，是前期总
量的 5.73倍。就聚落的个体平均规模而言，西王村
三期约 19.1万平方米，而陶寺时期为 30.37万平方
米，是前期的 1.6倍。

2. 南北各自聚落群体的组织模式都升级成了
聚落集团

在聚落群体规模总体扩大的基础上，由图一

左、右两边的比较清晰可见，陶寺文化中期以后临

汾盆地的聚落群聚形态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塔儿

山南北皆由过去的聚落群团升级成了聚落集团。
北部，西王村三期只是一个共有 9个聚落的聚
落群团，而陶寺中期及以后，聚落数量增加为 24
个；聚落群的数量，早期只有 3个，而晚期则翻了一
番，至少 6个。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原来组织状况最
好的聚落群，陶寺时期已经由 5个聚落扩大为 12
个，并以此表明它已经不再是一个聚落群了，而是

升级成为了至少包含 2个或更多聚落群在内的聚
落群团。就整个北部聚落的组织形态而言，该聚落
群团实际也就是整个集团的组织核心。它不仅规模
大，有 12个聚落；而且组织状态也良好，所有聚落
之间的间距都不足 2公里，显示了明显的一体化特
征。此外，16号县底遗址很可能就是该集团的核
心，因为它的规模最大，面积 110万平方米。
南部的聚落组织也是一个聚落集团，但是它的

组织模式与北部不同。北部的特点是以单个聚落群
团为集团的组织核心，而其他成员则都是聚落群；

南部集团的主体则明显是两个聚落群团。其中，塔
儿山以北的聚落群团由陶寺领军，一共有聚落遗址

7个；塔儿山南部的聚落群团，最近处距离陶寺群
团只有 5～6公里，已发现聚落遗址 10个，总面积
为 561.89万平方米，平均每个遗址 56.2万平方米，
无论聚落遗址的数量还是规模都超过了陶寺群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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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陶寺周边同期遗址分布图

（左：西王村三期；右：龙山中晚期）（改自：何驽，2011 年；遗址分型按原图）

大型遗址 中型遗址 小型遗址 微型遗址 聚落群 聚落群团

0 5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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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自：何驽：《2010 年陶寺遗址群聚落形态考古新进展》）

表一 临汾盆地聚落遗址时代、数量、规模比较表

区
域 编号 遗址 时代

面积
（万㎡）

编号 遗址 时代
面积
（万㎡）

北

区

18 黄寺头 仰韶、陶寺 50 23 大王 西王村三期、陶寺 30

22 寺头 仰韶、西王村三期、陶寺 40 26 西李家庄 西王村三期、陶寺 20

9 大阳 西王村三期、陶寺 27 西沟 西王村三期、陶寺 3.27

12 北高 西王村三期、陶寺 9.92 30 神刘 西王村三期、陶寺 40

19 苏载 西王村三期、陶寺 20 34 温泉 西王村三期、陶寺 9.24

11 南合理庄 陶寺 4.44 28 小王庄 陶寺 1.24

16 县底 陶寺 110 29 西下庄 陶寺 0.83

17 南乔 陶寺 90 31 大韩 陶寺 0.22

20 赵北河 陶寺 20 33 东邓 陶寺 40

14 王村 陶寺早期 10 24 新民 陶寺早期 0.27

15 高凹角 陶寺早期 10 25 段村 陶寺早期 2.52

7 泉坡 陶寺中期 0.24 10 东段 陶寺中期 10

8 北麻 陶寺中晚 0.05 21 北席 陶寺中晚 3.66

13 孝养 陶寺中晚 30 32 令伯 陶寺中晚 40

总遗址数 28 个 总面积 597.37㎡

仰韶时期 遗址 2个 90㎡ 西王村三期 遗址 9个 173.9㎡

陶寺时期 遗址 18 个 490.63㎡ 陶寺早期 遗址 4个 22.79㎡

陶寺中期 遗址 2个 10.24㎡ 陶寺中晚 遗址 6个 73.71㎡

中

区

2 夏梁 陶寺 1.65 5 伯玉 陶寺 10.35

3 丁村 陶寺 20 6 大崮堆山 陶寺 0.51

4 上庄 陶寺 0.47 1 张纂 陶寺中期 3.54

城址 陶寺 陶寺 280

总遗址数 7个 总面积 36.52 ＋ 280㎡

陶寺时期 遗址 6个 32.98＋280㎡ 陶寺中期 遗址 1个 3.54㎡

南

区

35 北辛店 仰韶、陶寺中期 60 47 北董 仰韶、西王村三期、陶寺 0.55
37 朝阳 仰韶、西王村三期、陶寺中期 80 49 营里 仰韶、陶寺早期、中期 50
45 高显 仰韶、西王村三期、陶寺 10 50

39 安泉 西王村三期、陶寺 1.37 义门 西王村三期、陶寺中期 20
46 高阳 西王村三期、陶寺 0.52 48

42 古暑 陶寺 90 54 西阎 陶寺 0

44 听城 陶寺 30 52 贺村 陶寺 0.0005

41 八顷 陶寺早期 6.94 53 周庄 陶寺早期 0.16

51 东常 陶寺早期 0.17 东吉必 陶寺早期 0.17

36 南柴 陶寺中期偏早 110 40

38 东许 陶寺中晚 20 白冢 陶寺中晚 50

43 方城 陶寺中晚 200

总遗址数 20 总面积 729.88㎡

仰韶时期 遗址 5个 200.55㎡ 西王村三期 遗址 6个 112.44㎡

陶寺时期 遗址 8个 132.44㎡ 陶寺早期 遗址 5个 57.44㎡

陶寺中期 遗址 5个 320㎡ 陶寺中晚 遗址 3个 270㎡

合

计

遗址总数 55 个 遗址总面积

仰韶遗址总数 7个 西王村三期遗址总数

陶寺早期遗址总数 9个 陶寺中期遗址总数

陶寺中晚期遗址总数 9个 陶寺无分期遗址总数

1.47

1640.23㎡

15 个

8 个

32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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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南方集团发展势头更快更大更具进攻性
尽管从外表上看，北方集团的组织状态很好，

整个集团的一体化的外观程度也很高。但是，南北两
个集团的比较却表明，各自所走发展道路完全不同。
北方的发展态势总体是平稳、不越雷池一步。
第一，早晚不同文化时期的聚落组织一脉相承。
一方面，在早期西王村三期的聚落遗址上，全

部都发现有陶寺文化的聚落遗址，无一例外；另一

方面，晚期的聚落群数量虽有增加，但 5个聚落群
中有 4个明显是从早期延续下来而有所扩大。其
中，涝河南岸的二个聚落群（7、8、12号，9、13号）就
明显是由西王村时期一个聚落群（9、12号）自然分
裂而成；而整个集团最南部的二个聚落组织则明显

都是在原有基础上的再扩大。如西部聚落群（30～
34号），西王村时期就已存在（30、34号），陶寺时期
只是由 2 个遗址增加为 5 个；东部的聚落群团
（16～23、26～29号）也一样，不仅继承了西王村时期
（19、22、23、26、27号）组织状况良好的特点，整个
聚落群团紧密相聚，而且其聚落数量也明显是在原

有基础上的再增长。
第二，整个集团的分布范围，陶寺时期与西王

村时期完全重合。
西王村时期，当时整个聚落群团最南部的边界

就是 34号与 26号遗址所在位置，而北部边界则以
涝河为界。陶寺文化时期，虽然聚落遗址数量由前
期的 9个增加为 24个；聚落群的数量由前期的 3
个增加为 6个；可是，整个集团的分布范围却没有
因为内部组织规模的扩大而有丝毫扩大。
相对而言，南方集团的发展就具有更多快速、
强悍、进攻性明显的特点。
第一，群体的发展既快又大。
西王村时期，南部的聚落群团主体只有 2个聚

落群 4个聚落。但是，陶寺中期，塔儿山以南却一共
拥有了至少 10个聚落遗址，数量为早期的 2.5倍。
与此同时，规模面积也由早期每个遗址平均 23万
平方米增加到了 56.2万平方米，是早期的 2.44倍。
第二，陶寺领军的聚落群团首次越过了塔儿山。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突破，以往从仰韶到西王村

三期文化，临汾盆地内的聚落遗址分布就一直以塔

儿山为界分成南北二大部分，北部靠近滏河、涝河，
南部位于塔儿山以南。因此，塔儿山不仅是分水岭，
也是二大聚落群体的自然隔离带。此外，在塔儿山
以北由于还可能存在一片低洼的“古湖区”，所以在

南北二大聚落组织之间近 25公里的范围内完全无
人居住。然而，距今 4500千年以后，这种长期被维
持的局面却被陶寺领军的聚落群团直接打破了。该
群团，不仅越过了塔儿山，沿塔儿山北麓、西麓分
布；而且面对北部集团还摆出了以规模巨大的城址

领军，1、2号遗址左右一字排开的布局阵式，从而
显示了一种咄咄逼人的强势与对抗的意志和决心。
第三，随着陶寺的北上，南部整个集团的分布

地域较以前也明显扩大，至少塔儿山北麓、西麓就
全部都属于新的移民区。

三、陶寺城址崛起的意义与属性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不仅拥有黄河流域史前最

大的城址，而且历次考古发掘所见大型夯土基址与

刻画有几何形花纹的白灰面墙皮的建筑，以及有朱

绘木棺、有彩绘木器、蟠龙纹陶盘、鼍鼓、特磬等重
要礼器随葬的大型墓葬，无不使人感受到了中华文

明起源的辉煌与灿烂，也使人不由自主地就在规模

与出土物等级优先思维模式的驱动下，将遗址、城
址与古国古都顺理成章地联系在一起了。但是，迄
今已有的全部发现，也只显示了它的与众不同，并无

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它就一定是古国古都。与此同时，
有关的材料也提出了许多值得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1. 陶寺城址崛起在塔儿山北麓的意义
已有的调查与发掘资料显示，陶寺成为城址的

时间与方式都是突然地。诚如何驽先生所言：陶寺
“并非由小聚落、经中型聚落自然发展、凝结成大聚
落或都城，没有前期聚落自然生长的过程，而以‘空
降’似的‘落地生根’特征给人以横空出世之感。陶
寺早期城址一出现就是一座面积至少 56 万平米
的、功能区划比较完备的都城，没有庙底沟二期文
化早期、中期大中型聚落发展的前身”②。
既如此，为何陶寺就要领军“空降”塔儿山北麓呢？
就自然条件而言，从塔儿山以北到北部聚落集

团之间实际并没有任何地理阻隔；至于可能有的古

湖沼区，也不能成为陶寺非要选择陶寺文化时期才

开始“空降”，才开始享用湖沼之利的理由。因此，陶
寺的出现与自然因素无关。
从已有的资料来看，陶寺突然“空降”塔儿山北
部更可能有两个重要的人文原因。
其一，北部聚落集团始终是南部聚落组织长期

发展的心头大患。陶寺文化以前，南部一直都处于
弱势；故陶寺文化时期，乘实力的不断发展壮大，开

始挑战北方，并以“城”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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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可能与南部聚落社会的迅速发展力求扩

大生存空间有关。但是，向北发展明显会打破以往
南北双方隔塔儿山各自独立发展的基本格局，并由

此大幅缩减南北双方隔离区的空间距离，导致双方

关系紧张。因此，向北扩展生存空间就需要有一个
强力的支撑点，一个规模巨大的城址，它既是领军，

又是堡垒，给对方一种震慑。
2. 陶寺城址在所属聚落集团中的地位
陶寺既然是“空降”的，那么它就面临一个组织

关系确认的问题，即究竟是独立的群体，还是属于

南部聚落集团的一部分。
就已有的线索而言，陶寺应该是南部聚落集团

的一部分。
其一，陶寺不可能从外部迁入。因为，塔儿山南
北都早已有人居住，如外部迁入并位居二者之间，

那势必引起激烈的冲突，南北两面受敌，无法长治

久安。
其二，陶寺所在聚落群团，之所以敢于让城址

直面北方聚落集团，而于南部不设防的整体布局，

完全就是一种毫无后顾之忧的态势。
其三，陶寺在空间距离方面明显靠近南部的聚

落组织，两个群团相距最远不过 5～6公里，即 5号
与 35号遗址之间，较陶寺与其东部 1号聚落遗址
之间的距离还近。
显然，陶寺与塔儿山以南的聚落群体关系良

好，它们应该是一个整体的两个部分。
不过，仅确定陶寺与南部聚落群团的关系还不

够，因为在陶寺的组织关系中还存在一个更重要的

问题，即它是否就是整个聚落集团的核心。
目前，学界之所以会将陶寺的地位看得很高很

重，主要是因为它具有突出的“文明”条件，巨大的
城址、大型墓葬、高等级随葬品。就考古而言，还有
什么比实物证据与明显的等级差异更具有说服力，

更具有指向性呢？可是以人为本的历史往往又是多

样的、复杂的、不以物的指向为转移的。于是，在实
物与客观历史之间往往就会出现矛盾，就需要人们

放低对实物属性的认可程度，为历史的还原让开一

条路，留出一点余地。
透过已有的调查资料，不难发现陶寺很难成为

整个聚落集团的核心。
其一，就整个聚落集团的发展历史而言，该群

体成长的发源地、老家、大本营、根据地一直都在塔
儿山南麓。

其二，陶寺所在聚落群团实力远远不及塔儿

山南麓群团。
陶寺中期及以前，塔儿山南麓群团核心聚落群

的 35、36、37、39号 4个遗址有总面积 251.37万平
方米，平均每个遗址 62.8万平方米，显示规模实力
远比陶寺群团要大要强。因为，早期的陶寺城址只
有 56万平方米，再加 36.52万平方米其他聚落的
面积，总共也只有 92.52万平方米，不及南麓群团
规模的 2/5。
陶寺中晚期，塔儿山南麓群团核心聚落群 7个

聚落遗址总面积 521.37万平方米，而陶寺所在北
麓群团 6个遗址，加上陶寺 270万平方米，总面积
也就是 316.52万平方米，仅相当南麓群团核心聚
落群总量的 61%。
这说明，塔儿山南麓不仅具有较北麓更好更优

越更适合史前聚落生存发展的自然条件，还说明当

时整个集团的主体与最具实力的大本营都不是陶

寺群团，而是南麓群团。
其三，陶寺虽然存在的时间不长，但城址的规

模却在不断扩大，由早期的 56万平方米扩大到中
期的 270万平方米。这表明，它的发展一直就处在
动荡之中，一直就在以扩军备战为主线为己任。
其四，陶寺文化晚期，陶寺城址毁了，并就出现

了类似 2002年 1HG8那样的暴力遗存，以及在晚
期堆积中常见有大量人为毁坏建筑的现象③。然
而，塔儿山南麓的历史却并未因为陶寺的毁灭而终

止，而是继续发展与扩大，拥有 200万平方米的方
城遗址的出现与存在就是代表。
因此，就一般的历史逻辑而言，在自然条件明

显优越的前提下，在整个集团的源头、主体、核心、
历史的发展实际都以塔儿山南部为重心的基础上，

陶寺古城应该是不太可能成为当时所在聚落集团

的核心，而可能只是肩负重任的边城，边疆的边防

之城。
尽管目前在塔儿山南麓各遗址的调查与发掘

中尚未发现一个规模超过了陶寺，也没有一个发现

了城址，甚至也没有一个发现了陶寺那些可能属于

文明古国的象征物。但这些都不是关键，因为文明
古国也有实力强弱。有的面积巨大有城有壕，硬实
力明显；也有的无城无壕无耀眼的奢侈品，但所在

组织的软实力突出。因此，考古不能仅仅跟着遗址
出土的器物和发现转，历史演变的核心是人，是人

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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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陶寺城址平面及历年考古发掘位置示意图

图中遗址分区为 2002 年重新划分的结果（摘自：何驽，2011 年）

四、陶寺城内的聚落群聚形态

一般而言，史前城址与史前所有的聚落遗址一

样都是一种人类社会组织的载体。因此，关于史前
城址的研究首先必须回答两个最基本的问题。
第一，城址在当时当地聚落社会组织中的属性

与地位。
城址无论大小，也无论其中包含物的贵贱，它

首先都是某一聚落社会组织的成员，都是所在聚落

组织的组成单位。搞清楚它本身所在聚落组织的属
性，将直接有助于客观准确地认识和理解城址的属

性与社会地位，也有助于避免竞相“拔高”城址地位
现象的出现与蔓延。
第二，城址居民自组织的结构、属性与特点。
城址无论大小，城内包含物无论贵贱，城址属

性地位无论高低，都存在一个城内居民自组织的问

题。按聚落数量的多少，有的是单聚落城址，有的是
双聚落城址，有的是多聚落城址；按聚落组织的属

性，有的城内住着一个氏族，有的住着一个部落，还

有的住着一个部落联盟。搞清楚了这些问题，不仅
有助于客观地认识和理解城内居民的组织结构、属
性与特点；还将有助于认识和理解城内各种设施，

以及宫殿、居址、墓地、手工作坊的布局与特点，认
识和理解城址居民日常生产生活以及他们在政治、
军事等方面的作用与地位。
因此，关于陶寺城址特点的认识就要摒弃一种

观念，不要动辄就给它背上“古国都城”的包袱，就
烙上大小贵族的印记。
其实，史前的贵族也有点像清王朝的上层组织

结构一样，贵族既是执掌国家政权的一些个人的集

合体，同时也是与王室与国家权力的获取、维护、支
撑关系密切的各血缘族体的代名词；“旗人”就是
“贵族”，就住在北京城里或近郊。事实上，至少在商
代以前，中国就不存在常备军，也不存在常设的公

务员队伍，更没有那些天天开门上班的常设的官署

衙门，以及将大小贵族都圈在一起的豪门公寓。殷
墟花园庄近年发现的大量非王卜辞就证明，即使是

皇亲国戚平时也是在自己所属聚落组织的“族邑”
居住和办公。那种纯粹的将大小个体
贵族都集中在城内一起居住、办公、
吃喝玩乐的现象，中国历史上就根本

不存在。
由于城址的属性上一章已有讨

论，所以下面将主要考察不同时期陶

寺城址内部聚落的群聚特点（图二）。
（1）早期城址
已经发表的资料表明，从一开始

陶寺就是一个多聚落的城址，1984年
以前发掘的陶寺早期墓地就是这方

面的最佳证据④。
第一，墓地位于早期陶寺城址外

面东南方约 600米，规模巨大。经勘
探，面积在 3 万平方米以上，而且人
数众多。在当年 5千平方米墓地的发
掘面积中发现了数以千计的早期墓

葬。以此类推，整个墓地就意味着至
少葬有死者不少于 6千人，而如此众
多的人也就不太可能都属于同一个

聚落或同一个氏族。
第二，墓葬可以分区。其中，当年
墓葬发掘区的“Ⅰ区北部埋葬密度极
大，墓群中间存在错综复杂的叠压、
打破关系”，在“已揭露的 544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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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发现墓葬 462座，平均每平方米 0.85座；探方
T1201北半部 50平方米范围内，有墓 71座，平均
每平方米 1.42座”。但是，在同期发掘的Ⅲ区却与
Ⅰ区不同。一方面，独立分区，墓区内高、中、低三类
墓同时同墓地共存。其中，已发现的 6座大型墓有
5座位于Ⅲ区；中型墓虽各墓区皆有，但Ⅲ区更多
见宽而浅的墓型，并常分布在大型墓两侧及其附

近。另一方面，“Ⅲ区中部墓葬密度略小于北部，大
型墓多发现在这里，大、中型墓及一部分小型墓排
列较为规整，墓葬之间的打破关系也较简单”⑤。这
说明墓地存在明显分区，高等级的墓及其亲属所在

的墓区就疏密得当排列有序。
对此，当年的考古专家就已经意识到了Ⅰ区北

部“与Ⅲ区中部显然属于两个不同的墓区”；此外，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在 1994年出版的《山西考古四
十年》中也明确引用了发掘专家的观点，认为“墓地
应属于至少两个以上不同的氏族墓区”，大墓的主
人“大概就是部落或部落联盟首领级的人物”（第
103页）。
（2）中期城址的考察
陶寺中期城址仍为多聚落组织模式。
2010年陶寺钻探，新发现西南小城，“面积约 1

万平方米。城内有小型夯土基址 2、小房子 3、小墓
地 2（可能是一处两片）、石灰窑 1、陶窑 4、灰坑 13。
显然是一处身份和等级较为特殊的制陶家族生产

与生活区”⑥。
同年，在西南小城以西约 300米的地方还发现
了“手工作坊区”，而此区的特点是“包括管理治所、
生产场所和居住房屋”。经核实，在手工作坊区内，
一共发现有“白灰面”的房屋基址 40余处⑦。显然，
这里不止是手工业者的作坊之地，也是手工业者的

居住之地。
在墓葬中，这种多聚落的现象也有反映。“特别
值得一提的是，陶寺早期与中期的王族使用不同的

家族墓地，相隔 300米远，分属不同的茔域。早期王
族墓地实际沿用到晚期，中期王族墓地开始于陶寺

中期，晚期也有墓葬，证明两个王族不是同一个家

族，甚至没有血缘关系”⑧。有没有血缘关系可以讨
论，但两个茔域为两个不同的族属却是事实。
值得注意的是，从图二中人们还可以看到，除了

上述从事手工业的族邑与“王族”墓茔以外，在城址
的西北部还有一片属于普通居民的“普通居址区”。
陶寺中期城内究竟居住有几个聚落，目前还不

得其详；但以上的分析告诉人们，城内至少有 5个

聚落：两个从事手工业的聚落，两个“王族”，一个
“普通居址区”。
正因为如此，陶寺城址内的聚落数量就多了，

人也多了，面积也大了，战斗力就更强了。
五、陶寺是一个集多聚落居址、宫殿、
手工作坊为一体的城址

陶寺城址并不是一个只与大小贵族有关的地

方。除了大小贵族的宫殿、居住区、墓葬区，以及贵
族的垃圾区，贵族掌控的手工作坊区以外；那里实

际上还有聚落，还有族人，还有平民，并且还是一个

集宫殿、普通聚落、普通手工作坊为一体的地方。
1. 早期专门独立的宫殿区与大小贵族居住区

不明显

据报道，经过 2002年的钻探与发掘，在早期城
址南部边缘紧靠南墙部位找到了大小贵族分别居

住的居址即宫殿区。下层贵族居住在西区，面积约
1.6万平方米；上层贵族居住在东区，面积约 6.7万
平方米，其中东区的西部约 5万平方米是核心建筑
区，东区的东部约 1.7万平方米可能是宫殿区的生
活垃圾区。
不过，仅以目前已公布的资料考察，陶寺早期城

内实际并不存在独立的贵族居住与工作的宫殿区。
第一，历经多年考古发掘至今未曾见有早期

“大贵族居住区”与宫殿区。
据《2002年山西襄汾陶寺城址发掘》⑨介绍，经

当年“秋季ⅠT5026和 T5126的发掘解剖，表明宫
殿区的核心区至少曾经存在着陶寺文化中期的大

型夯土建筑，由于探方在秋季没有挖到底，尚不能

完全排除存在陶寺文化早期夯土建筑的可能。早期
小城城垣虽然在中期已经被废弃，但是小城内的宫

殿区很可能依然继续发挥着同样的功能”。2009
年，《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起源学术研讨会》在河北
易县清西陵召开，何驽先生向会议提交了论文《从
陶寺遗址考古收获看中国早期国家特征》⑩，值得
注意的是文中也只字未提早期大贵族宫殿区的发

现与特点。
显然，关于陶寺早期城内存在大贵族宫殿居址

的认识迄今还未见到实物，还只是一种推测。此外，
由于大贵族的宫殿居址尚未发现，所以在其东面被

视为可能是承载大贵族生活垃圾的区域也值得怀

疑。垃圾可能存在，但未必就一定与大贵族有关，就
一定要有专门供大贵族倾倒垃圾的区域。
第二，早期“下层贵族居住区”的定位值得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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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确定早期有下层小贵族居住区的理由主

要有以下两个輥輯訛。
其一，陶寺既然是“都城”，那其中就应该有王、
大贵族、小贵族的区别；而且城外早期墓地也明确
显示城内居民确已存在类似的等级分化。因此，城
内的居住遗址理应与其相适应，也应该有一个“下
层贵族居住区”，并居住着早期墓地中的甲种小型
墓、丙种中型墓的主人。
其二，在“下层贵族居住区”的范围内，2002年

春“钻探出一片比较集中的花夯土建筑群”，“已探
出面积较大的夯土建筑多座”，“通过ⅠT2017试掘
确认有的单体建筑的做法是先挖基坑，逐层垫花土

夯实，夯至与当时生土地面平，再挖半地穴房子的

浅坑，再将整个建筑地表夯实……ⅠT2017解剖的
房子基坑长方形，总面积 300平方米，中央是两间
并列的半地穴式圆角方形房子 F9-F11……两间室
内总面积约 50平方米”。除了以上夯土基址与建筑
以外，那里还发现了“相对考究的白灰面房子表面
处理、有最大的白灰面浅半地穴式单体房子和双连
间房子、以及小区内和ⅠT2017F9-F11周围灰坑里
浮选出弥足珍贵的大米粒等信息，都说明西区的居

民也不是普通的平民”。但是，“小区的建筑相对周
匝密集，房子周围垃圾灰坑环绕，打破关系复杂。
居住环境相对较差，等级似乎不很高”，“更有可能
是……下层贵族。”
值得注意的是，陶寺早期所见到的“下层贵族

居住区”的确如专家所言不是很“贵”，充其量不过
就是一点夯土建筑、白灰面、大米粒等一类广泛见
于黄河流域史前晚期各聚落遗址的遗迹遗物。
早期的夯土面最多也只与地表面持平，连一座

夯土台基都不见；即使是发掘中遇到的规模最大的

ⅠT2017F9-F11的夯土房基坑ⅠFJT1，那原本也不
是专门为 F9-F11定制挖掘的。“ⅠFJT1是一个‘满
堂红’式基坑，大部分直接挖在生土之上，底部局部
清理了早期文化层和部分早期灰坑”輥輰訛，从而表明
坑底原来就有人居住过，后来填平才新筑了 F9-
F11；由于新筑的房子规模非常一般，二间总共才
仅有约 50平方米，因而它的主人是否真是“小贵
族”也很难说。
白灰面在史前黄河中上游龙山文化的房屋建

筑中十分流行，河南、陕西、山西的许多遗址里都有
发现，也并非一定都是贵族所居。河南临汝煤山遗
址发现 30余座龙山房子，地面一般都涂有白灰面，
其中 6号长方形连间房，居住面上的白灰面多达 5

层，表明经过多次修整和使用輥輱訛。在汤阴白营遗址
晚期发掘的 46座房子，地面也普遍抹有白灰面，墙
面有的也抹了白灰面輥輲訛。后岗遗址同样也发现了许
多圆形白灰面房屋。除白灰面房子以外，考古还发
现了烧制石灰的窑、生石灰料和大量剩余的熟石灰，
表明龙山时期的人们已经掌握了烧制石灰的技术。
大米粒即水稻米粒，最早于距今 8千年以前就
见于河南舞阳贾湖，距今 6千年见于渑池县仰韶
村。因此，陶寺见到稻米粒在时间上空间上都很自
然，也难以佐证为“下层贵族”专享。
实际上，有无独立的贵族宫殿与居住区并不影

响陶寺城址的属性；也许没有独立的专门的宫殿与

贵族居住区正是陶寺早期城址的一个重要特点。
2. 陶寺中期发现了宫殿区
如说早期还不明显，那中期可能就不再是早期

那番景观了。
2002年的钻探与发掘，发现中期大城的东北

部有大型夯土台基ⅠFJT3，近正方形，面积大约
1.134万平方米；其上还有殿堂建筑留下的柱网结
构。“在清理宫殿夯土基址的过程中，我们从灰坑中
发现了一些高等级的遗物如大玉璜、刻花白灰墙
皮、蓝彩白灰墙皮、红色纺织品、鸮首盆鋬等”輥輳訛。
值得注意的是，在发现大型的夯土台基的同

时，也发现了小型的夯土台基，这些夯土台基最大

的一个特点就是与普通民宅、手工作坊混在一起，
2010年在Ⅲ区钻探所发现的就是这种现象。这说
明，一方面大贵族有大贵族的活动场所，小贵族有

小贵族的活动场所，而且小贵族与普通族人的空间

距离更近；另一方面也说明除了大贵族有特定的活

动场所以外，一般的小贵族可能并没有专门的特定

的活动场所。
3. 在聚落的范围内，房址、灰坑、窖穴、陶窑、

墓葬混杂

截至目前为止，陶寺早期城内至少已经发现了

两处不同聚落的居址区。一处是 1983～1984年发
掘的区域，一处是 2002年发掘的并被认为是“下层
贵族居住区”的区域。

1983～1984年的发掘位于小南沟的东北，揭露
面积约 1570平方米，发现陶寺早期房址 6座，灰坑
55座，陶窑 5座。其中，房址多窑洞式，F319、F321
和 F324 就是一组窑洞式建筑。F324 是附属于
F319、F321的一座低于地面，略呈圆形的天井式院
落；F319 和 F321是在 F324南壁上掏挖而成的并
排两座窑洞，居室近圆形，壁弧形经烘烤。F319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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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为经火烘烤的焦褐色硬面，F321地表白灰面。值
得注意的是，在同期灰坑 H330的底部堆积中还出
土了残毁白灰墙皮，刻画有圆圈、直线和折线组成
的几何形图案，从而显示在同一个居住区域内，房

子的等级也有不同。灰坑，有圆袋形、椭圆形和不规
则形多种；口径一般超过 2米，最大的不规则形坑
口径达 10.9米；坑深超出 1米者居多，有的深达 5
米，有的圆袋形坑底部向坑壁内还掏出一至两个小

窑洞。陶窑，两座残毁较甚，三座较完整，全都位于
居住区范围内。

2002 年的发掘位置处在 1983～1984 年的南
面，现存面积约 1.6万平方米，相距约 300～400米，
显示是一处明显具有独立性的另一聚落居址区。当
年的发掘一共发现陶寺早期的房址 11座、灰坑 21
座、窖穴 6座、陶窑 5座、墓葬 1座。其中，房址大部
分半地穴式圆角方形，也有椭圆形，面积一般 4平
方米之下，最大的超过 22平方米，地面多见白灰
面。灰坑，形状有圆形、椭圆形、圆角长方形、不规则
形等；最大的ⅠH16，椭圆形，长轴 2.6米，短轴 2.15
米，深 0.6米。窖穴，可分两类，一是圆形或椭圆形
口带螺旋形斜坡道，4座；另一类是圆形袋状，2座。
陶窑，2座破坏严重，惟ⅠY3保存较好，竖穴式，由
火膛、火道、窑室、窑箅、窑口组成。墓葬，位于Ⅰ
T3402西北，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主为成年女性，无
随葬品。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生产生活遗迹全是交
错分布，打破关系复杂；如ⅠT3402，探方面积 100
平方米，其中打破城墙 Q8的早期遗迹就分别有房
址ⅠF5、6、7三座，灰坑ⅠH1、3、16三座，窖穴Ⅰ
JX5、7、8三座，陶窑ⅠYI、2二座。
这种在聚落的范围内，各种居住与生产生活遗

迹混杂的现象，一方面也许是城内人口稠密的反映，

而另一方面则更可能是一种生活方式，亦工、亦农。

六、陶寺城址毁于血族复仇

在中国史前的城址中，没有一个死因比陶寺更

清楚。
“陶寺晚期，城墙被扒毁，中期大墓和中型墓被
捣毁，宫殿被破坏，观象台被平毁，灰坑中残杀的人

骨与建筑垃圾、手工业垃圾和生活垃圾共存，带有
明显的政治报复色彩。例如宫殿区ⅠT5026揭露的
陶寺晚期灰坑 HG8里不仅出土大量石坯剥片，而且
还出土了六层人头骨总计 30余个，散乱人骨个体
40～50人。人骨明显被肢解，许多颅骨有钝器劈啄
痕，其中人工劈下的面具式面颅有 6个之多。经我

所专业人员鉴定，这些人骨以青壮年男性为多”輥輴訛。
城址为何会毁于一旦呢？是什么原因呢？

已有的资料和线索表明，城址更可能是毁于血

族复仇。
第一，城址被毁的现象见于整个城址。
这一点太重要了。
如果是住在城里的人不满前任故而夺权，那被

毁的充其量只有原来他们住过的寝殿和墓地，因为

这种夺权是内部矛盾，夺权的目的是为了自己掌

权，大可不必捣毁城墙，捣毁宫殿。一般而言，只有
外部的夺权，才会把城墙扒掉，把宫殿捣毁，灰坑中

残杀的人骨与建筑垃圾、手工业垃圾和生活垃圾共
存。因为他只有一个心愿，将城毁了，将人杀了，血
族复仇。
事实上，陶寺的情景就是一片狼藉，复仇者甚

至城墙都不放过，都要扒掉，可以想见，它们之间的

仇恨绝不是一般的仇恨。
第二，北部集团是城址被毁的元凶。
自陶寺文化以降，面对陶寺的崛起，北部聚落

集团一直耿耿于怀，并在小心翼翼地积蓄力量。西
王村三期只是一个共有聚落 9个的聚落群团，而陶
寺中期及以后，聚落数量增加为 24个；聚落群的数
量，早期只有 3个，而晚期则翻了一番，至少 6个。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原来组织状况最好的聚落群，

陶寺时期已经由 5个聚落扩大为 12个，而且组织
状态也良好，所有聚落之间的间距都不足 2公里，
显示了明显的一体化特征。此外，该集团拥有的规
模也不小于陶寺和其所在群团。据表 1统计，“北
区”当时一共有遗址面积 574.58万平方米，是整个
“中区”陶寺聚落群团总面积 316.52平方米的 1.8
倍还多。所以就双方的力量对比而言，北区更比中
区强。
当然，力量强也可以和平共处，但这要有基础

有条件，而陶寺恰好就不具备这些条件。以往从仰
韶到西王村三期文化，临汾盆地内的聚落分布就一

直以塔儿山为界分成南北二大部分，北部靠近滏

河、涝河，南部位于塔儿山以南。因此，塔儿山不仅
是分水岭，也是两大聚落群体的自然隔离带，故塔

儿山及其以北，南北向约 20公里范围内完全无人
居住。然而，距今 4500年以后，这种长期被维持的
局面却被陶寺领军的聚落群团直接打破了。该群
团，不仅整体越过了塔儿山，沿塔儿山北麓、西麓分
布；而且面对北部集团还摆出了以规模巨大的城址

打头，位列居中，1、2号遗址左右一字排开的布局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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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显示了一种咄咄逼人的强势与对抗的意志和决心。
对此，北方集团未敢往南挪动一步，只是在精

心准备之后给了陶寺致命的一击。
陶寺倒下了，但原来的大本营“南区”还在塔儿

山以南照常发展，历史又回到了原来的起点。不同
的是，北部集团在战胜陶寺之后，第一次拥有了统

治的对象与统治他人的领域。西王村三期，塔儿山
以北只是北部与南部群团之间的中立隔离地带，充

其量也只是北部的经济区域。但是，陶寺晚期那片
土地的性质变了，成为了北部集团“跨血缘”并“凌
驾于社会之上”的统治他人的区域。
新的古国，对他人拥有生杀予夺统治权利的古

国，就这样伴随着征服的号角诞生了。
历史就这样在螺旋式地发展。

结 语

根据本文的研究，大致可对西王村三期文化及

以后临汾盆地史前聚落群聚形态的特点与变化形

成若干认识。
第一，西王村三期文化时期，临汾盆地的聚落

可以明确分为两个聚落群团。其中，北部群团位于
涝河以南的尧都区，相对规模较大，组织状况较佳，

实力较强；南部群团位于滏河两岸，相对规模较弱，

组织状况欠佳，实力较弱。二者不仅以塔儿山为界，
而且还有宽达约 20公里的中间隔离区。
第二，陶寺文化时期，在聚落群体规模扩大的

基础上，原来南北两个聚落群团都升级成为了聚落

集团。其中，南部集团的发展态势咄咄逼人，不仅规
模扩大了很多，由一个群团变为了二个群团；而且

以陶寺领军的群团还历史性地越过了塔儿山，在原

本二个聚落组织之间的中间隔离带安营扎寨，从而

激化了相互关系。
第三，在自然条件明显优越的前提下，在整个

集团的源头、主体、核心实际都以塔儿山南部为重
心的基础上，陶寺古城不太可能是当时所在聚落集

团的核心，而可能只是一座边城，边疆的边防之城。
第四，陶寺城址，无论陶寺早期还是晚期，其内

部居民的组织模式都是同时并存多个聚落。这不仅
导致城址规模巨大，而且还有利于提升城址作为军

事堡垒的作用。
第五，陶寺城址并不是一个只有大小贵族活动

空间的城址，而是一个集多聚落居址、宫殿、手工作
坊为一体的城址。
第六，陶寺城址的毁灭完全是血族复仇的结

果，其杀手可能就是北部聚落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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